
农民工随迁子女初中后教育选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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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南京市一所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的调查，发现随迁子女对自身未来的预期较低，他

们大部分最终进入职校继续读书，读高中的比例非常少。这种教育选择是一个多方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首先，国

家的“双轨制”赋予了职校与高中不同的寓意；其次，由于随迁子女家长在经济资源和知识库存上的缺乏，使得他们

即使对孩子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却无法转化为有效的督促和帮助；第三，教育部门仅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入学问

题而非升学问题，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采取“区别教育”（即集中于他们随迁子女的身份）而非“融合教育”。这些机制

共同作用于随迁子女，使他们最终选择职校，而他们自身也会主动地合理化这种选择。因此，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

教育成就低预期的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个人“自我选择”，更应该从制度层面思考“结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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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1990年代中叶以来，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一直是社会各界关心的热点问题。为促进流动儿

童在流入地公平接受教育，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从 2001年的“两为主”（以流入地区政府管

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学小为主），到 2014 年的

“两纳入”（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

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彰显了中央政

府对做好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虽

然随迁子女拥有了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制度性机

会，但在地方政府欲纳还拒的管控心态和体制框架

下，他们还是难以享有较高教育质量，获得接受更

高层教育的机会［1］。同时，更多地是由城市薄弱学

校来接纳他们，这些学校多位于城乡接合部，其本

身便存在着本地生源不足的问题，因而主动接收或

者被地方教育部门安排接收随迁子女［2］。这样的

制度与社会环境，不仅影响着随迁子女在城市就学

的状况［3］，更影响着他们的教育结果。

在中国，中考是第一次分流，是义务教育向非

义务教育的转折点，也是学生第一次面临多元化的

教育选择。对于初三学生而言，选择继续读高中还

是读职校，或者直接参加工作，这是人生轨迹的重

要分水岭。对于随迁子女而言，他们还多了条选

择：回家乡，还是继续留在城市。2007年，杨东平、

王旗在北京调查发现，有 41%的学生希望回家读高

中，36%的学生打算在北京读职校，但实际流向与意

愿严重不符，只有 5%—10%的学生回家读高中，

10%—20%的学生在北京读职校，其余的都留在城市

直接走上社会［4］。宋映泉等对北京市 1886名流动儿

童的长期追踪（2010—2015）发现，在初三毕业之际

只有 39. 31%的学生升入高中（普高和职高的比例分

别为 12. 96%与 26. 35%），而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

在校的百分比逐年下降，到高三毕业之际在校的比

例仅为 11. 72%（普高 5. 89%、职高 5. 83%）［5］。

在随迁子女人群中，普遍存在着教育成就不高

的现象。但是，这种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教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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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同

时，教育选择虽然是通过“中考”这个时点的成绩来

凸显，但它却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因此，本文将讨

论随迁子女教育场域中不同影响主体的行动逻辑，

分析这些主体是如何作用而造成这一结果的。

二、教育选择：结构选择与自我选择

什么是教育选择？它是社会选择在教育领域

中的一种争斗，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

以借此获得更好的生活机会。换句话说，教育选择

是通过教育场域中各种社会争斗来使优胜者获得

更好的教育资源与机会，并通过教育利益的转换取

得更高社会地位的过程［6］。

关于教育选择，早期学者特纳（Ralph Turner）在

比较分析英美两国教育制度时，曾提出过赞助性流

动与竞争性流动这两种精英选择模式［7］。这两种

模式相对应的是不同选择标准的区分：社会选择与

技术选择。社会选择是根据优势阶层的偏好而实

行的一种评价筛选机制，包括身份、种族、阶层地位

等；而技术选择则是根据人们的智力水平、努力程

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能力差异而进行的选择，更

多偏向于将考试、测评作为筛选手段。

特纳主要是从不同社会结构入手来分析教育

选择的，那在同一个社会结构中，各阶层又是如何

争取教育资源呢？为此，鲍厄斯（Bowles）和金蒂斯

（Gintis）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教育选择与

各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的符应关系，通过考察美国资

本主义学校的教育体制，发现不同阶级接受不同课

程内容与价值观，训练不同的阶级认同，进而进入

不同的工作岗位与社会位置［8］。布迪厄（Bourdieu）
也将“选择”纳入其教育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之中。

在布迪厄的分析中，教育是一种“选择”和“自我选

择”的过程［9］。他认为，由于学校传递的是一种上

层阶级精英文化，因而上层阶级子女可以轻而易举

通过选拔，而受支配阶级子女更多沦为落伍者。这

种“选择”并非偶发，而是具有累积性，且贯穿于整

个学习阶段，会潜移默化地被身体化并形成某种稳

定的“惯习”，进而制约行动者的选择。教育选择实

际上成为再生产不平等社会结构的重要机制，同时

这种教育选择的结果也使得个体会主动放弃向上

流动的机会，即使存在“洞察”，但殊途同归［10］。

中国教育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教育体制异于英

和美国，但是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同样会影响到个

体的教育选择结果，即教育选择是由“结构选择”与

“自我选择”共同形塑而成的。目前国内对于随迁

子女初中毕业之际教育选择议题的研究，更多是从

量化角度探讨其影响因素，其中包括个体特征、家

庭背景与学校类型［11］、个人能力与文化图示［12］等，

这种取向相对忽略了行动者对情境的建构过程，即

随迁子女对自我选择时的情境理解。同时，教育选

择并非时点的决策，因而需要对不同主体的选择做

出深刻而丰富的描述才能理解其选择背后的“意义

脉络”。因此，本文从质性研究角度分析宏观国家

制度、中观的社会阶层与学校场域如何影响随迁子

女的教育选择，以及各自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同

时，随迁子女教育选择结果又将呈现何种特点，会

不会通过考试等技术选择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

随迁子女本身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结果的？

本文经验资料来源于笔者与课题组另两名成

员在南京X中学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X中学始建

于 1965年，2004年被区教育局指定为招收外来农民

工子女的唯一一所公办学校，随迁子女比例达到

90%以上。该校处于城乡接合部，所在的周边地区

多为农民工聚集区，大部分住户来自于河南、安徽，

从事个体经营（小商贩、废品回收、运输等）。2012
年 9月至 2014年 7月，三名课题组成员在该校进行

了约两年时间的田野调查。在此期间，我们以实习

老师的身份进入初三班级，每周随堂听课半天，并

参加班会及课外活动等。随着与学生关系的建立，

我们的观察也延伸到校外，如一起爬山、QQ 聊天、

带他们来大学校园参观等。同时，笔者还访谈了负

责教学的校领导、年级主任、班主任和部分授课教

师。在初三毕业之前，笔者还对 2013届初三年级学

生进行了问卷调研，有效问卷资料是 110份。

三、随迁子女教育选择现状

我们所调查的 2013届初三年级总共 121人，其

中男生占 61. 9%，女生占 38. 1%；南京本地学生仅仅

11人，其余均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其中绝大多数来

自于安徽、四川、江苏、河南四个省份。表 1显示了

随迁子女在初一、初三两个时点上对初中毕业后的

想法。

可以看出，与初一刚来学校时相比，初三之际

的随迁子女期望“考高中”的比例下降了约 30%，而

对职校的选择则相应提高了。为什么年级越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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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高中的意愿却在降低呢？其原因是对于知识重

要性的不看好，还是基于对升学与成功的低预期？

表 1 随迁子女在不同阶段的初中毕业打算（N=110）

1.考高中

2.职高或者技校

3.早点工作

4.没什么想法

合计

初一时

62（55.9%）

35（31.4%）

5（5.1%）

8（7.6%）

（100%）

初三时

29（26.4%）

69（62.7%）

8（7.3%）

4（3.6%）

（100%）

当我们询问他们关于毕业之后打算时，普遍的

回答是：

至于什么高中要看自己考了多少分，哪个够就去

哪个，要考的不好就去读个职高，也不知道是哪个，我

觉得不是我选学校而是学校选我的问题。（20131216）
“被学校选”这个词汇涵盖了他们的诸多无

奈。那么，他们认同“读书无用”吗？在问卷中，询

问了他们对于“一个人成功的因素”的看法，34. 7%
的人认为“勤奋努力拼搏”最重要；其次是“受过良

好的教育”，占 20. 7%；第三是有“比较广的社会关

系”，占 17. 5%；“天资聪明和能力强”占 12. 7%。可

以看出，在初三这个阶段，大家还是很认可自致因

素，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成功，但获得较

高的受教育程度并非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道路。

在一次月考之后，笔者和 E同学聊天谈到“读书

有用与无用”，他很干脆地回答笔者“读书无用”。

笔者追问原因，他说：

不管读不读书以后都是为了生存，不继续往上读

我照样可以挣钱。上大学的步入社会后都是给别人打

工的，挣钱少；而学习不好的是自己当老板，赚钱多。

爷爷不让伯父上大学而是让他做生意，现在过得多好

啊。（20130408）
虽然“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是也仅仅停留在

“可以”上，而非“唯一”。除此之外，年级越高，学生

们对自己的成绩认识与定位也更加清晰，同时也更

能感受到制度性瓶颈，毕竟在他们中考前夕，异地

高考政策才刚刚出台，升学的政策障碍仍是影响他

们做决定的重要因素。那么，在随迁子女教育场域

中，有哪些机制影响着他们的这种选择呢？

四、随迁子女教育选择的作用机制

随迁子女的教育选择包含着不同主体的共同

交互作用，具体有国家制度选择、家庭物质性与非

物质性的影响、学校选择、周围同辈群体的作用等。

（一）国家制度选择：双轨制

国家作为随迁子女教育选择的影响主体之一，

其作用机制是双轨制。教育分轨制（tacking）与国家

的发展策略密切相关，它是一种由国家利益所决定

的制度安排。正是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不同的个体

被选进不同的教育学制轨道，接受不同的教育，最

终流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从某种程度来说，教育可

以被看作是“国家发展主义”的重要机制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培养技术人

才成为当时国家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

国家与企业并举办学使得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得到

迅速发展，职校招生规模也逐渐扩大，职校生不仅

工作包分配，还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虽然到

“文革”期间有停滞，但在国家对职校进行深化改革

之前，职业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国企

的改革，到 1999年，职业教育的计划培养、包分配让

位于市场化运作，企业办职校也转为本地政府办职

校。企业用工也不再是传统地从工厂内部培养，而

是从市场直接招工，市场化的契约关系代替了“铁

饭碗”。同时期的大学扩张也使得普通高中的入学

率远远高于职业学校，普通高中日益成为进入大学

的必备阶段。第三，独生子女政策使得新生代城镇

职工对就业环境发生观念改变，对工作环境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工作环境艰苦的一线工人岗位也不再

是大家的首选［13］。这样使职业教育不再成为城镇

职工子女进入工厂就业的重要途径，相反，还面临

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而作为与职业教育分轨的“普通高中”，在“文

革”期间，受平均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双轨制”被认

为是走资本主义路线，职业学校大量划归到普通高

中。到 1978 年，普通高中在校人数比达到 92. 4%，

远远超过职校。改革开放之后，高中教育的重点是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其中有两条政策主线：重点

高中制度与规模扩张，即提高与普及并行。其中，

重点高中意味着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将成绩优异

者集中培养，朝国家预备精英发展，它作为普通高

中的示范“窗口”，受到国家各种优先发展扶持政策

的支持。1980年代中期，随着《义务教育法》颁布，

对扩大普通高中规模也提出了迫切要求，高中至此

走上了规模扩张的道路。与 1995年相比，2001年普

通高中招生数和在校生人数都实现了翻番。

在“双轨制”背景下，职业教育与高中教育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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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张。21世纪以来，国家还是尽力维持两者在

人数比例上的平衡，结果之一就是并非所有学生都

能进入普通高中。同时，随着重点高中政策的推广

与职业教育面向市场化，教育体制中的“两轨”差异

在不断扩大。正是由于“双轨制”的存在，给予了职

校与高中不同的寓意，即使两类学校类型与特色不

同，也并不存在高低之分。但现实中高中被当作进

入大学的预备阶段，成为“地位取向”，能满足身份

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而职校成为一种“二流教

育”，仅仅是“生存取向”，满足基本生计。

（二）家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

随迁子女教育场域中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是家

庭影响。不同阶层家庭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

均会影响孩子的教育分流。其中，家庭经济背景的

优势并非直接转化为中考成绩，而是通过各种投资

直接与间接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14］。吴愈晓基于

CGSS2008数据，也发现重点学校制度以及学术/职
业教育的双轨制维持了教育不平等，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高的学生更有可能进入重点学校或学术轨

道。此外，这种不平等还具有累积优势［15］。这样，

家庭背景会通过教育分流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

传递。

农民工家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家庭经济资本

与文化资本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所调查的 110
名学生中，有 4名是单亲家庭；父母都住在南京的只

有 65. 9%。父亲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

下”的分别占 85. 6%和 83. 1%。在职业上，绝大多数

随迁子女父母仍然从事着技术含量不高、工作时间

较长、收入低的工作，个体经营户、小生意者以及基

层体力劳动者比较多。他们认为家里经济状况“一

般”的占 66. 9%，“不好的”占到 33. 1%。在住房上，

有个别家庭能通过多年积累在南京购房，但大多随

迁子女家庭住在城郊或城中村，有的甚至还是隔板

房，学习环境非常有限。在笔者家访的时候，发现

大部分学生没有专属小书桌，一般以饭桌与床代

之。父母对于子女的学习也是有心无力，仅仅“询

问成绩”的有 50. 2%，“买课外辅导书”的有 14. 8%，

“和老师沟通交流”的有 12. 3%，“辅导作业”和“请

家教”分别有 5. 9%和 5. 4%。在随迁子女父母看来，

孩子犯错误老师才会找家长，不沟通代表孩子在学

校表现良好。同时受制于经济资本的限制以及缺

乏挑选、辨别课外书的能力，使得口头询问成绩不

仅成为一种便捷的方式，也是一种别无他法的

选择。

虽然物质性因素制约着学生的成绩，但非物质

因素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其中不得不提及父母

的教育期望，这种期望具有强有力的、自证预言的

效应［16］。在学生看来，父母希望“自己读的越高越

好”占 58. 5%，“随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占 28. 0%，希望“早点工作”的有 0. 8%。一般来说，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尽量读，“只要能读，砸锅卖

铁都给上”的话语更是不绝于耳，可见他们对孩子

也是有期望的，只是没有具体的目标设定，或者说这

更多是属于一种“抽象态度”，而非“具体态度”［17］。

这种期望更多地是以一种口头方式呈现出来，就如

“你是爸的希望，你是妈的希望，我们把所有希望都

寄托在你身上，不能让希望变成失望”；“现在家里

就你是最让人担心的，也只能指望你了，希望你好

好读书，家里靠你”；有的甚至在墙上写着标语“海

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以此来激励自己的孩子。

但是这种期望与父母在现实中的行为存在着较大

的反差。

以家长会为例，初三一学年两学期共开了 5 次

家长会，每次每个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家长不来

参加，班主任李老师告诉笔者：

家长们把学校当做托儿所了，只负责将孩子送来，

平时从来不会主动和我们沟通孩子学习情况，可以说

大部分都不怎么配合学校教育，你说有时候能不生气

吗？但是每次家访看着家长们起早摸黑忙，又觉得心

疼，他们也的确是有心无力。（20130414）
当问及一位学生“父母对自己学习情况是否了

解”时，他说：

爸妈不理解啊，以为我们在学校里就知道玩，他们

说上课有什么累的？就坐在位子上，老师讲，你们听

着 ，回 去 就 让 我 看 书 ，看 书 ，其 他 的 啥 也 不 问 ……

（20130321）
可见，家长对于孩子学习情况所掌握的信息较

少，与老师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更重要

的是家长对学习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送孩子上

学”“认真听课”这些情景，也不知道如何与孩子、老

师进行交流。除了笔者的田野调查，熊易寒［18］的研

究也有类似发现，农民工父母的这种期望与现实行

动并不一致。

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除了经济因素之

外，Swilder 还从文化角度（文化指的是行动者可以

调用的知识库存，它是认识与经验的储存室）做出

解释。他认为，关注底层群体是否共享主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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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意义的，底层阶级会说他们重视教育，希望

能够上大学，但他们的文化储存却以与中产阶级完

全不同的方式指导着他们的行为，这种差异的根源

在于他们的知识库存中并不具备实现这一志向的

储备，因而不知道如何达成这一目标［19］。在农民工

家庭中，生活压力已占据他们大部分时间，因而缺

少精力去了解、学习相关“教导孩子学习”的经验，

也就无法积累相关知识。

（三）学校理念与实践

虽然家庭经济与文化资本很重要，但是随着入

学阶段的提升，即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升

学过程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背景的影响可

能逐渐被学校的位置所取代［20］。那么，X中学实行

怎样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呢？

X中学从被指定为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公办

学校后，逐渐形成以“融合教育”为理念，以“勤”为

校训，以“成长在 X，成人在 X，成才在 X”为教育策

略。以“做一名昂首挺胸的南京人”为办学目标，并

将上述内容制作成标语张贴在学校教学楼显眼的

墙壁上，同时，“做一名昂首挺胸的南京人”更是被

印在学生校服的背面。对此，作为校方负责人的M
校长诠释道：

这些孩子都是农民的孩子，家里没有钱没有背景，

因此唯一的出路只有一个字——勤！它包含着督促领

导要勤政，老师要勤教，学生要勤学。他们当中很多进

城了都没有打算回农村，希望能留下。但学习基础都

很差，家庭经济状况又不好，谈何留下？倘若好好学

习，将来有了好工作，再买了房子，他们不就留在南京

了吗，我们学校就是让他们能够成才在南京，成功在南

京。（20130302）
鉴于此，校长将“随迁子女成为地地道道的南

京人”提升为 X 中学教育指导方针。在 X 中学，校

长与老师一致认为：

随迁子女与本地孩子相比，在心理、行为举止和学

习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他们的父母忙于生计，和

孩子的沟通交流少，孩子得不到足够的情感支持，容易

产生孤独感；同时，随迁子女的文明程度与城市出生的

孩子也存有一定差距。（20130417）
基于此，如何大力改善学生的学习习惯与生活

习惯便成为重中之重，尤其是生活习性，如饮食卫

生、个人卫生、礼仪规范，需要从外在表现上使其符

合地道南京人的标准。

而对于学习，在“融合教育”理念下，学校更多

地是强调接收随迁子女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关注点

集中在解决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而非升学问题。

毕竟在全国各大城市均面临着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时，X 中学这种积极吸纳的举动，一方面能获得极

高的社会道义，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的治理成本大

大减少。以此，区教育局也会做出一定的“反馈”，

即对升学指标不进行硬性规定，原因之一是在此时

期随迁子女中考、高考政策并不明朗，因而城市公

办学校接纳可能仅仅是个过渡，随迁子女还得回户

籍地参加中考与高考。原因之二是基层政府和教

育部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大规模进城的随迁

子女入学问题，保证他们有学可上，使他们不至于

在城市“游荡”，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构成威胁。原

因之三是随迁子女进入城市，被当作基础参差不

齐、阅历见识少的“乡下儿童”，因此不能用城里升

学标准待之，首要关注的是他们能否适应城市的学

习和生活。如此一来，区教育局不仅给予专项财政

补贴和奖励，在绩效考核中，也额外加分，毕竟 X中

学节省了基层政府和教育部门的治理成本。因此X
中学升学率实际上是处于保底而非高压状态，正如

教务处一名老师所言：

虽然每次都是区倒数一名，但是不能和倒数第二

名相差太远。（20121104）
当相差太大时，就会撤销一位班主任职务以示

惩罚。在如此的教学要求下，无论是在教学内容还

是方式上，均呈现出“低起点、低标准”的特点。

当农民工子女涌入城市，当随迁子女教育成为

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后，X中学作为唯一一所区指定

接纳的公办学校，在 2006年通过创造“融合教育”，

开启了随迁子女教育的有益尝试，且赢得了社会各

界的赞同与肯定。但与此同时，因学校的相当活动

均围绕“随迁子女”身份这一特殊性展开，这就使得

这一阶段的“融合教育”本质上更像是“区别教育”，

将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相区别，将接收随迁子女的

公办学校与一般普通公办学校相区别。

在这些机制的影响之下，随迁子女教育选择的

结果如何呢？同时他们自身，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结

果呢？

五、教育选择的结果

从严格意义上讲，教育分流始于初中毕业，这

是由于政策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是划片区就近入学，

而只有初中后的教育是依据学生此前所取得的学

业成就作为筛选标准。因此，中考作为一种考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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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需要通过成绩作为最终衡量的标准，考试成绩

的高与低，与参与考试的个体的思维能力、掌握相

关知识的熟练程度、临场发挥时的心理状态密切相

关，这些需要个体在考试时点上单独凸显出来。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每个参与考试的行动者而言，

考试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表 2 是 X 中学 2013
届学生最后的中考成绩。可以看出，X中学中考成

绩并不理想：2013年南京市普通高中中考录取分数

线 560分，X中学达线的仅仅 14人。

表 2 X中学 2013届学生中考成绩分布

分数区间

290-300分

301-350分

351-400分

401-450分

频数（频率）

2（1.7%）

10（8.3%）

21（17.5%）

25（20.8%）

分数区间

451-500分

501-550分

551-600分

601-610分

频数（频率）

26（21.7%）

22（18.3%）

10（8.4%）

4（3.3%）

注：总人数 120 人；满分 740 分，最高分 610 分，最低分 290 分；

均值 454. 02分，标准差 78. 46。

除了中考统招生，南京市还有一项指标生的规

定，它是将四星级普通高中①招生计划按照一定的

比例定向分配给初中学校。其对象面向南京市所

有初三应届考生，条件是需要在学籍所在初中学校

实际就读满三年；除此之外，指标生报考还需要达

到一定的分数线，即不得低于全市中考成绩排名前

30%考生的最低分，然后根据各初中校（或全区）的

指标数和考生所填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X中学每年也有分配名额，但由于学生成绩普遍分

布在 400—550 分之间，很难达到前 30%的最低分，

因此名额常常出现作废的情况。班主任也曾告诉

笔者，实际上指标生分数线与四星级高中分数线差

不多，因此可想而知，指标生价值的发挥在 X 中学

是非常有限的。

而在最后流向上，2013届初三毕业生 66. 6%最

终去了职校，上高中的仅仅占 11. 6%（其中三星级

8. 3%，四星级 3. 3%），17. 6%的学生则选择直接就

业。与表 1的意愿相比，可以发现，就读职校的比例

很接近，但实际读高中的人数比意愿的明显偏少，

而直接进入工作岗位的比例却提高了。同时，就读

职校的比例不管是意愿上还是最终结果上都是最

高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并没有直接走上社

会复制父辈的生活轨迹。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

这种结果呢？

当笔者聊到上高中意愿时，I同学表示：

上高中多累啊，我看那些上高中的同学，有的住在

我家旁边，天天生活得真累，还住校。

J同学认为：

一般普通高中真不好，在学校就是混，上不上没有

什么差别，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还有我的青春。

K同学：

三 年 高 中 太 长 ，还 要 面 临 高 考 ，压 力 多 大 啊 。

（20130518）
在这里，随迁子女会通过转换比较维度，用高

中的生活苦、生活累而非高中能带来上大学的入场

券来凸显不上高中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不上高

中既能充分利用时间，也能享受青春。

除了转换高中的比较维度，大家还会用未来生

活来评价当前处境，“退一步”为不上高中找到合理

的解释，如H同学：

上个普通高中还不如学一门技术呢，有一技之长

比上大学还好，我想学个厨师。我姐是大学生，也是个

好大学，学美术专业的，也没什么用，现在不就是做做

销售嘛。（20130518）
只要都能过上好的生活，具体是什么途径并无

差异。通过直接做生意或者去学一门技术等方法

来淡化考高中上大学这条道路的影响力，这就为选

择“不上高中”的行为披上了一层合理化的外衣，从

而也获得巨大的心理满足感。

对于职高，很多学生的认识是“要考的不好就

去职校”，具体什么职校、什么专业、自己的兴趣爱

好却全然不知，也没有仔细思考过，对职校处于一

种“茫然无措”的状态［21］。在填志愿的时候，要么遵

循老师的建议，要么跟随同辈群体。对此，老师

解释：

那有什么办法呢，我是希望他们找个能学到点技

术的专业，这样找工作就比那些什么技术都没有的普

工好一点，也只能这样了。（20130621）
对于好学生，老师希望可以冲一冲指标生；对

于其他学生，则希望男孩子学工程技术、维修等有

点技术的专业，女孩子就学点会计、服装设计之类

的专业，这样找工作相对有点优势，更多的是从性

别与就业的角度去出发。而对于学生本身而言，也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来填自己的志愿，并不知职业学

校对于自己的人生意义［22］。

六、结论与思考

自古以来，不管是科举考试还是现在的中考、

高考等，考试均发挥着重要的筛选功能。作为重要

的技术选择，虽然是时点性的，但却是持续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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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同时也是多方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以 X 中学 2013 届初三年级学生为田野观

察对象，分析了随迁子女初中毕业分流的意愿与分

流结果，发现与“刚入学”相比，初三之际随迁子女

选择进入职校的比例升高，占三分之二，且实际流

向与此比例相当。而选择上高中的比例，不仅随着

年级的升高呈下降趋势，且实际流向的比例大大低

于意愿比例。随迁子女这种教育选择与分流结果

受到多重机制影响。

首先，国家层面的“双轨制”。作为一种教育分

化体制，将高中阶段划分为普通高中与职业教育，

两者均体现了国家利益制度安排，重点高中制度以

及职业教育的市场化又使得两者差距在不断扩大，

普通高中成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期准备，而职业教

育成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期准备。其次，家庭

层面的物质因素与非物质因素。农民工家庭经济

资本与文化资本均处于弱势地位，具体表现为：父

母文化水平较低、多从事低端不稳定职业、对子女

时间及精力上投入均较少。虽然有较高的教育期

望，但更多是抽象而非具体化的，且囿于相关知识

储备，难以将这种期望转化为实际行动。第三，学

校教育在社会分层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却也一直存

在着两种争议：一是认为教育能帮助个体实现向上

的社会流动，相反观点则认为学校是阶层再生产的

场所。对于随迁子女来说，“两为主”的政策的确赋

予了其所在城市给予机会均等的竞争机会，但是他

们更多地被安排进入的是薄弱公办学校，教育部门

的关注重点也在解决他们“有学上”而非“升学”问

题，在此场域中的学校领导与老师工作的重心也是

如何从外表与行动上让他们更符合城里人的生活

习惯。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随迁子女大部分流入

了职校，上高中者屈指可数。虽然有看似公平的考

试制度存在，但考试的技术选择并未让随迁子女突

破阶层再生产的漩涡。可见，“两为主”下的“同城

待遇”并不会带来乐观的教育结果，上高中仍是他

们一道不可翻越的围墙。如何提高他们的学业成

就感以及在毕业之际引导他们做出合理的选择，是

当下不同主体需要面对与共同解决的问题。在笔

者看来，解决之道不能着眼于个人和家庭的“自我

选择”上，而是需要从制度层面上思考“结构选择”。

首先，地方政府需要创新对随迁子女的教育管

理方式，改善将随迁子女纳入薄弱公办学校的境

遇。近年来广泛采用的积分入学是一种导向机制，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对公平、操作更加规范，但积

分标准的设立则需要因地制宜。其次，需要设置一

些激励机制调动公办学校老师的积极性，使其能全

面了解随迁子女实际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在

此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活动；并且需要对随

迁子女的兴趣有一定认识，进而有针对性地指导而

非盲目按照性别分工进行教育选择。第三，在一些

公办中学可以实行校企合作，并以此作为考核指标

给予政策倾斜，目的是为那些初中毕业后计划直接

工作的农民工子女提供合理的就业渠道。

注释：

① 四星级高中是江苏省评估院对普通高级中学（完全中

学）实施的一种最高等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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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刘飞，王毅杰：农民工随迁子女初中后教育选择研究

Research on Migrant Workers’Children’s Choice of Continued Education
after Graduating from Junior Middle Schools

WANG Liufei, WANG Yijie
（School of Sociolog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Abstract：A survey of a public school for migrant workers’children finds that these children have low
expectations for their future and most of them are enrolled in vocational schools eventually when they graduate
from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continue to study at high schools. This choice is a result
built up by several bodies: first of all, the state“double-track system”gives vocational school and high school
different implications; second, short of economic resources and knowledge storage, the migrant workers can
hardly exercise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offer proper help even though they have a highe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to their children; third, education authorities are only concerned about the children’s placement in
a school rather than their further education, which leads to school’s“exclusive education”（in consideration
of their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children） instead of“inclusive education”. These mechanisms jointly
affect the children. They choose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ey also rationalize their choice. Therefor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hildren’s low education expectations, both the students’individual“self choice”and the

“structural choice”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should be considered.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children；educational choice；double-rack system；childre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educational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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